
论个人福利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杨伟民

提要:福利是社会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与人类的根本价值追求有直接的
关系。但关于福利的本质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在个人福利与国家和社

会的关系上 ,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倡导的是国家 、集体利益至上。改革开放以
来 ,我们越来越承认人是根本目的 ,承认应该“以人为本” 。但是 , 在个人福利
与他人福利 、个人福利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澄
清。本文主要以黄有光和阿马蒂亚· 森对福利概念的解释为基础 , 论述了福
利的本质就是个人因有真实机会实现自己有价值的功能导致的快乐 、幸福。
快乐 、幸福是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 ,社会发展的目的是增进所有社会成员的
福利。但是 , 这并非意味着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只关心自己的福利。个人对他

人的福利 、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福利都应该或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关键词:福利　涉他性福利　国家福利

　　福利是社会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增进

个人的福利或自己所认同的其他人的福利。虽然社会是由个人组成

的 ,但是并不存在一个超越于个人的能知 、能觉的“社会” ,所以 ,尽管社

会发展是全体社会成员努力的结果 ,但社会发展本身并不是人的目的 ,

社会发展是以增进所有社会成员的福利为目的的 。正因为福利是如此

重要的概念 ,所以在学术界对福利的本质有不同的解释 。对福利概念

解释上的分歧与如何看待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有直接的关系。如果将

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界定为快乐 、幸福 ,就产生了怎样的福利可以定义

为快乐 、幸福 ,个人福利与他人福利的关系 ,国家和社会与个人福利的

关系等问题。本文将通过对福利概念本质含义的分析对这些问题给出

自己的解释。

一 、对福利的最小共识

　　诺曼·巴里(Norman Barry)在其《福利》一书的第一章 ,对政治思想

中的福利观念进行梳理后写道 ,对于福利“尽管也许存在某种最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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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 ,认为正是这个概念描述了幸福 、满足 、救济 ,但是 ,在此共识之

外 ,我们进入了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争议领域 。”(巴里 ,2005:17)

实际上 ,巴里的所谓共识也是不存在的。詹姆斯·梅志里一方面

认为福利“它的最广泛的意思是指一种良好的状态(well-being)” 。“满

意或实现也能够用于描述这种状态”(Midgley ,1997 1987:4)。同时 ,他

在给出自己对福利的解释后还指出:“今天它更多地被狭义地用于慈善

活动或政府对穷人提供救助的社会项目 。以这种方式使用 ,它已经丢

掉了最初的 、高贵的含义 ,而且现在经常作为一个具有侮辱性的词汇被

滥用”(Midgley ,1997 1987:4)。他表达的是在实际中存在着对福利的解

释 ,但是他自己不同意这样的解释 。其实 ,且不说将福利解释为救济是

否具有侮辱性 ,从实质上说 ,救济应该属于实现福利的一种措施 ,而不

是福利概念的本质含义。这样 ,对福利的本质特征的共识似乎就只剩

下幸福 、满意等个人的主观感觉了 。

个人感觉幸福 、满足既与主体怎样评价快乐 、幸福有关 ,也与客观

环境条件有关。马歇尔在解释福利概念时力求将主观感觉与客观条件

联系起来 ,认为福利(welfare)这个词意味着比它的姐妹词语“财富”

(wealth)更个人化 、更主观 。福利与对良好状态(well-being)的体验和形

成良好状态的条件有着复杂的联系。说一个人活得好 ,是指他实际好

和感觉好(doing well and feeling well)(Marshall , 1985:11)。马歇尔对福

利的解释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实际状况良好;个人对自己的状态有

良好的判断 ,即主观感觉良好;形成这种良好状态与一定的客观条件有

关。不过 ,马歇尔对福利概念的解释虽然考虑了这三方面内容 ,但却并

没有进一步探究它们的具体内涵和相互关系 ,特别是没有将这些相关

的内容以一个更具综合性的概念表达出来。

在用怎样的综合性概念表达福利的本质方面 ,由于对马歇尔提及

的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关系 、各自包含的内容以及可否进行测量等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 ,导致了对福利概念的不同解释 。

二 、功利主义对福利的不同界定

　　上述对福利的最小共识与功利主义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 ,由于在

功利主义中对效用(即功利 ,中文里对 utility 的不同译法)有不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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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所以对福利的界定也不同 。功利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趋乐避苦 ,凡

是能够给人带来快乐的东西:行为 、制度 、物品等 ,就是有效用的。“按

功利主义的古典形式 ,即主要由边沁所创建的形式 ,效用被定义为快

乐 、或幸福 、或满意 ,因而所有东西都归结为这种心理成就”(阿马蒂亚·

森 ,2002:48)。在这样的解释中 ,福利这种心理成就与能够给人带来快

乐的东西有关 ,是那些具有效用的东西使人产生了快乐 、幸福的感觉 。

福利也就是快乐 、幸福。

后来 ,由于在 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Lionel Robbins)提出从科学的

角度看 ,不存在对人的心态进行比较的任何方法 ,因为人的心态 、个人

的感觉体验无法用基数测量 。“一种减少对个人福利的计量之困难的

方法 ,就是把他的偏好作为他的福利的指示器” (黄有光 ,1991:9)。偏

好又被解释为“一个人的选择行为的某种表现”(阿马蒂亚·森 , 2002:

48)。“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备选物 x 而放弃了备选物 y ,那么在此时 ,而

且仅仅在此时 ,此人从 x 得到的效用多于从 y 得到的效用。在这种框

架下 ,说一个人从 x得到的效用多于从 y 得到的效用 ,与说给定这两个

备选物此人将选择 x ,并没有实质的区别”(阿马蒂亚·森 ,2002:51)。

但是 ,很多人发现以选择代表偏好定义福利也存在种种问题 。因

为“个人的选择能够被许多动机所指导 ,而个人的福利只是其中一个动

机。只在某些而不是另一些选择中 ,福利动机才是非常重要的 。道德

考虑尤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承诺' 。动机的混合使得难以仅仅根据选

择信息来形成关于个人福利的一种适当观念” (阿马蒂亚·森 , 2006b:

136)。黄有光提出有三个原因决定了偏好并不是总能成为福利的一种

好的指示器:“首先 ,个人的偏好不仅受他的福利的影响 ,而且也可能受

他对别人的福利考虑的影响;第二 ,由于无知或不完善的预见 ,偏好可

能不同于福利;第三 ,一个人可能会有非理性偏好”(黄有光 , 1991:9-

10 、12 、13)。所以 ,黄有光认为“快乐才是最根本的”(黄有光 , 2005:

21),而且明确指出他是把快乐与福利定义为同等的(黄有光 , 2005:

21)。而他的快乐即 happiness ,即 welfare(黄有光 , 2005:21)。“说来说

去 ,原来早期的效用主义① 者并没有错”(黄有光 ,2005:22)!

122

社会学研究 　2008.1

① 效用主义即功利主义 ,是 utilitarianism的不同中文译法。



三 、黄有光对福利即是快乐的论证中的缺憾

　　黄有光认为福利就是快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 ,黄有光认为虽然人在感知快乐 、幸福时的敏感度是有限的

(黄有光 ,2005:69),但是 ,快乐 、幸福这种人的“主观效用还是可用基数

测量的”(黄有光 ,1991:17),从而可以进行人际比较 。他的观点是“正

所谓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除了那些最极端的唯我论哲学家之外 ,我想

没有人会对我的如下假设表示反对 ,即其他正常的个体都具有与我同

样的对快乐与痛苦的感受能力”(黄有光 ,2005:38)。“毕竟贵族的享受

能力是否比贱民高十倍是可反驳的”(黄有光 , 2005:85)。所以 ,他认为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那种认为无法科学地进行人际的效用比较的

观点”(黄有光 , 2005:85)。

之所以有人认为效用不能够进行人际比较 ,黄有光认为重要的原

因是这些人没有将人的主观感觉在原则上的可测量与实际上的可测量

区分开 。从原则上说人的主观感觉的满足程度是可以进行基数测量

的 ,但是 ,这种测量在实际上确实是很困难的。一是对快乐 、幸福本身

的测量难以精确;二是如果将效用视为偏好 ,在偏好的显露中会存在不

真实性。然而 , “效用的单位比较和水平比较虽然不甚精确 ,但也可以

进行”(黄有光 , 1991:19)。

另外 ,他还指出 ,对人的主观效用的判断不属于价值判断 ,而是“对

事实的主观判断” 。“对事实的主观判断的不同意见 ,至少在原则上 ,可

以进一步地讨论和接受科学的检验。随着科学的进展 ,这些争论可能

最终会消失”(黄有光 ,1991:19)。

第二 ,他认为“快乐是最根本的 ,而其他事物从根本上说只是就其

对快乐的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言才是有价值的”(黄有光 , 2005:

37)。人们追求的或认为有价值的其他东西都只是能够增加快乐或减

少痛苦的手段 , “只有快乐的价值不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达到别的任何

目标 。如果我的快乐不会造成任何其他有苦乐感的生物的痛苦 ,那么

它就是有价值的” 。而且人“可以直观地体验到欣悦和痛苦的感受 ,并

且确知它们就其本身而言即是好和不好的”。“没有人会否认快乐本身

就是一种善 ,争论的焦点是 ,是否只有快乐才是一种绝对的善” 。黄有

光本人“对此问题予以肯定的回答”(黄有光 , 20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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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 ,黄有光在肯定快乐从理论上说是能够

进行人际比较的同时 ,对于如何克服实际比较的困难没有提出更可行

的建议 ,只是寄希望于科学的发展 。另外 ,我们在接受黄有光的快乐是

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的观点的前提下 ,仅从黄有光提出有三个原因决

定了偏好并不是总能成为福利的一种好的指示器 ,可以看出他是将快

乐进行了区分的 。有些偏好导致的快乐没有被视为福利 ,即是说 ,他并

不是将所有的快乐都归结为福利 ,只是将某些快乐定义为福利。这就

提出了“福利怎样可以定义为快乐 、幸福”的问题。这三个原因分别是:

个人偏好不仅受他的福利的影响 ,而且也可能受他对于别人的福利考

虑的影响;由于无知或不完善的预见 ,偏好可能不同于福利;一个人可

能会有非理性的偏好(黄有光 ,1991:9-16)。三者之一或兼而有之会

导致偏好与福利的不一致 。

黄有光在《效用 、知情偏好抑或快乐 ?》一文中阐述他对哈森伊用知

情偏好来取代实际偏好的看法时 ,认为哈森伊的观点与他提出的因无

知或不完善的预见以及非理性偏好导致的偏好与福利发生不一致的观

点是类似的 ,他们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处理由于对他人福利的关怀而

产生的偏好与福利之间的差别(黄有光 ,2005:21-30)。

首先 ,关于自我福利与他人福利的关系 。黄有光在其《福利经济

学》一书中说 ,由于对别人福利的考虑“对一个人来说 ,他很可能选择

x ,尽管如果选择 y 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 ,这是因为他相信其他人在 x

时的快乐大于在 y 的快乐。而相信其他人将会更快乐的信念会使他自

己感到快乐 ,但是这可能并不能抵偿他由于从 y 移向 x 所蒙受的损失”

(黄有光 ,1991:10)。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 ,他根据快乐产生的原因

或者说不同的来源对快乐进行了区分 ,一是因他人的快乐导致自己的

快乐;二是与自己的“损失”(相对的自然是“所得”)有关的快乐(的减少

或增加)。从这段话我们还看不出所谓的“损失”以及相对的“所得”是

什么 ,不过 ,在后面以函数来表示偏好与福利的区别时 ,黄有光则明确

地指出了构成与他人福利无关的个人福利的自变量是商品 、劳务 、活动

等(黄有光 ,1991:11)。可见 ,第二类快乐的来源是个人拥有或能够得

到的商品 、劳务 、活动等。

那么 ,是两种来源的快乐都归为个人福利 ,还是仅将与他人福利无

关的 、来源于商品 、劳务 、活动等自变量的快乐归为福利 ?

其次 ,由于无知或不完善的预见使偏好不同于福利的问题 。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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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认为是一个事先估计与事后福利的问题 ,由于缺乏有关的知识或缺

乏预见能力 ,以为采取的行动可以带来福利(快乐),实际结果却与其有

差距 ,甚至适得其反 。其实这是一个人在追求快乐 、幸福的过程中永远

都会遇到的问题 ,只是程度上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 ,一个人如果努力

掌握了有关的重要信息就有可能对未来做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从而更

多地增加自己的快乐 。但是 ,也不一定完全如此。因为人的认识能力

总是有限的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掌握与即将进行的选择有关

的所有信息 ,而且还涉及获取信息的成本 、时间紧迫情况下迅速获取信

息的限度等问题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偏好与快乐的差别主要是愿望

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差别问题。

关于非理性偏好 ,黄有光认为与无知和不完善的预见有相似之处 ,

也有不同。非理性偏好分为两种:一是由于“一个人坚持某些举止 、习

惯 、̀原则' 或其他类似的东西 ,即使他知道这样在长期中对他和别人的

福利所造成的结果都是不利的”(黄有光 ,1991:13)。这是因为这些东西

形成之初可能是有利于人们增进福利的 ,后来情况变化了 ,一些人却仍

然坚持这些东西。这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没有认识到情况的变化 ,这属

于无知;另一种是将坚持这些东西视为目标 ,这就属于非理性。①

另一种非理性偏好主要表现为只顾眼前快乐(或躲避眼前的痛

苦),不顾未来长远的快乐 。黄有光认为这一点“至少可以部分地用某

些生物学上的道理来解释”(黄有光 ,2005:31)。其一是因为“就人类以

外的大多数动物而言 ,其行为基本上是由预设在基因中的本能所决定

的 ,并不涉及有意识的对当下成本与未来收益的权衡”(黄有光 ,2005:

32)。“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先天具有这种能力 ,但是既然这一高级的功

能全然不为其他大多数生物所具有 ,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它在我们人

类身上也尚未进化得多么完善 。此外 ,这种能力在每个人类个体身上

的发达程度也有高下之别。这样看来 ,难怪我们有相当比例的同类没

有充分的预见能力”(黄有光 , 2005:32-33)。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

不完善的预见的原因 。其二是“快感的强烈诱惑(尤其是相对于未来成

本而言的眼前的快感 ,因此它与上一因素有关)和生物冲动对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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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这是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适应力 ,有利于物种

的形成和发展 ,有利于物种适应力的活动会通过快感得到奖赏。“这样

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加速了生物的进化过程” 。但是 , “适应力最大

化与福利最大化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黄有光 ,2005:33),使眼前快乐

与真正的快乐的最大化有了区别。总而言之 ,生物本能会使人 ,至少使

一些人只顾眼前快乐 ,不顾未来的长久的快乐 。

这就将快乐区分为眼前快乐和未来长久的快乐 ,眼前的快乐属于

偏好 ,未来长久的快乐属于福利。但是 ,未来长久快乐中的“未来” 、“长

久”都是相对的 ,这样属于真正的福利的快乐与生物本能也不是没有关

系。那么 ,哪些快乐属于未来的 、长久的 、可以界定为福利的快乐呢?

四 、阿马蒂亚·森的福利概念有助于界定

可以归结为福利的快乐

(一)阿马蒂亚·森对理性的解释

在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上阿马蒂亚·森的看法比黄有光的解释更

具启发性。首先 ,阿马蒂亚·森也对哈森伊①以及其他人提出的“纯化”

个人偏好的观点进行了讨论 ,他指出:“这些设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

功利主义的一般逻辑内 ,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样的`纯化' 是恰当的和可

辩护的 ,而且还能够明智地处理某些问题 ,特别是那些与事实上的无知

和草率的决策相关的问题”(阿马蒂亚·森 ,2006b:139)。

阿马蒂亚·森自己对理性概念的解释 ,一是他反对“将理性视作精

明的自利最大化”(阿马蒂亚·森 ,2006a:247),认为这是一种工具理性

观 , “工具理性观都存在着一个相同的`不充分性' 问题 ,因为它们并未

规定任何对目标本身的批评性审查”(阿马蒂亚·森 ,2006a:261)。二是

他自己把“理性宽泛地解释为将个人的选择———行动 、目标 、价值和优

先性 ———置于合理审查之下的方式”(阿马蒂亚·森 , 2006a:4)。“合理

审查不仅适用于个人选择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和政治关怀 ,而且也嵌

置审慎的要求” ,“这里所需要的是 ,如何在面对不完全的偏好或未解决

的内心冲突时 ,更充分地了解如何做出合理选择的问题”(阿马蒂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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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 ,2006a:32 、32-33)。三是指出这样的理性观也有其不足 ,其中之一

就是“缺乏必真无疑的检验。在判定某个人是否理性的问题上 ,必然存

在着相当大的余地” 。虽然“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标准' 。但这些一般

标准 ,即使能够得到尽可能清晰的表述 ,也不会给我们一个简单的理性

试纸 ,可以立刻实施并迅速给出确定答复”(阿马蒂亚·森 ,2006a:33)。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以上观点 ,我们可以说在别人眼里属于无知

的 、缺乏预见的快乐 、由于快感的强烈诱惑或生物本能驱动的快乐 ,只

要当事人自己进行了审慎的思考 ,面对眼前快乐与未来快乐的冲突时 ,

自己经过合理审查选择了前者 ,也未必不是理性选择。因此 ,根据阿马

蒂亚·森对理性的解释 ,可以说在他看来有些快乐是属于理性的还是非

理性的 ,是无法“恰当的”确定的问题。

(二)阿马蒂亚·森对福利概念的解释

阿马蒂亚·森自己对福利的解释采用的是“处理个人利益的能力方

法” ,这种方法关注的是“根据个人获得各种作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且

具有价值的功能的实际能力来评价利益”(阿马蒂亚·森 ,2006b:227)。

对阿马蒂亚·森用能力方法解释福利的过程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步骤来

理解 。

首先 ,他的“能力方法关注的最原初概念是`功能' ”(阿马蒂亚·森 ,

2006b:228)。“福利的主要特征可以根据一个人怎样`行使功能' 来把

握” 。关于功能 ,阿马蒂亚·森说“是从非常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个术

语的 ,指的是一个人的各种活动(doings)和特征(beings)。“它们可以是

活动(如吃或读或看),或者是生存或存在状态 ,例如营养良好 、没有疟

疾 、不为衣着的寒酸而感到羞耻等”(阿马蒂亚·森 , 2006b:146)。阿马

蒂亚·森之所以“根据一个人怎样`行使功能' 来把握”福利 ,既是为了避

免根据主观感觉来界定福利 ,也是为了避免仅仅以一个人拥有的收入

或其他外在资源和条件来衡量福利 。“`福利' 并不是她所支配的某种

外在于她的东西 ,而是她所获得的内在于她的东西。她所过的是一种

什么样的生活? 在活动(doings)和特征(beings)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

功”(阿马蒂亚·森 ,2006b:143)?

然而 ,阿马蒂亚·森对福利概念的分析解释还不只于此 。他解释福

利的第二个步骤是“把注意力从个人的实际功能转向他(她)的行使功

能的能力”(阿马蒂亚·森 ,2006b:149)。“福利的根本特征是获得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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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功能的能力” (阿马蒂亚·森 , 2006b:148)。从功能转向能力的前

提是 ,他将福利进一步分为福利成就和福利自由。个人的功能实现仅

代表个人的福利成就 。但是 ,同样的福利成就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

的实际福利状况 ,还需要考察一个人是否具有获得某种福利状态的机

会。阿马蒂亚·森界定福利含义的第二个步骤是极有价值的 ,但是他选

择使用“能力”(capability)这个词却值得商榷 ,他自己也认为“也许我本

可以选择一个更好一点的词。采取这个词是为了表示个人能够做或成

为的事物的不同组合 ———他或她能够获得的各种`功能' ”(阿马蒂亚·

森 ,2006b:227)。本文在后面将对“能力”这个词的问题加以分析 ,由此

处开始将用一个人有真实机会实现的有价值的功能来表示阿马蒂亚·

森对福利概念的界定 。

阿马蒂亚·森通过一个例子说明福利自由的重要性:如果两个人都

在挨饿 ,从福利成就方面看 ,两个人没有什么区别 ,都在遭受挨饿的痛

苦。但是 ,一个人是因为贫穷无法得到食物;另一个人并不贫穷 ,有食

物 ,是出于宗教信仰在进行斋戒。阿马蒂亚·森认为 ,从具有的能力(即

真实机会)方面看 ,后者具有选择挨饿还是不挨饿的自由 ,前者则没有

这样的选择自由 。“这是一个在分别评价两个人的福利方面时相关的

差异 ,尽管它并不必然是两个人获得的实际福利水平的差异。在判断

一个人的利益(以及他或她所得到的那种`待遇' )时 ,我们必须承认福

利自由的重要性”(阿马蒂亚·森 , 2006b:150)。“个人的福利方面要求

———分别根据自由和成就 ———得到双重的考虑”(阿马蒂亚·森 ,2006b:

151)。

阿马蒂亚·森如此界定福利概念 ,最大的优点是准确地对准了评价

空间中的价值对象 ,不是将福利视为外在于一个人的东西 ,而是视为内

在于一个人的东西。同时 ,这样界定福利概念的含义对于全面考虑与

福利相关的各种因素也具有重要意义。福利的本质虽然不包含实现福

利的手段 ,但是手段毕竟与功能实现的机会直接关联。阿马蒂亚·森通

过个人拥有的行使有价值的功能的空间来把握福利 ,一方面将福利的

评价空间与实现福利的相关因素区分开 ,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与福利相

关的两类客观条件———非个人性的客观条件与个人特征 。关于前者 ,

阿马蒂亚·森称为“富足”或者罗尔斯的“基本善” ,“富足当然能够对功能

做出贡献”(阿马蒂亚·森 ,2006b:148)。罗尔斯的“基本善”“包括`收入与

财富' 、̀基本自由' 、̀移居与选择职业的自由' ,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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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善可以视为“有用的通用资源”(阿马蒂亚·森 ,2006b:215)。

关于后者 ,指的是不能无视的“重要的个人参数” 、“会造成相关的

客观差异的个人特征” 。其他人在阐述福利的实现条件时往往只根据

一个人拥有的外在资源和条件来评价其福利水平。阿马蒂亚·森认为

这样考虑福利实现的条件是一种片面的客观性。一个人实现其有价值

的功能不仅与其拥有的外在资源和条件有关 ,也与其自身特征有关 。

这样的个人特征也属于能否实现某种功能的客观条件 。这个观点也是

阿马蒂亚·森的创新性见解。阿马蒂亚·森指出:“我们在发展一种处理

福利的方法时必定不能无视重要的个人参数的作用”(阿马蒂亚·森 ,

2006b:145)。从功能方面界定福利就不是仅仅将福利直接归结于与个

人特征完全无关的客观标准 ,而是提出了一个“会造成相关的客观差异

(而且其他人也能看到这种差异)的个人特征也能够被作为参数而嵌入

评价函数中 ,而又不会丧失客观性”(阿马蒂亚·森 ,2006b:144)的概念 。

这样的立意和研究路径当然是极具价值的。而前述黄有光对与福利有

关的自变量的列举 ,显然没有包括个人特征。

但是 ,个人有真实机会实现的有价值的功能包括人的各种活动

(doings)和存在状态(beings),这些活动和存在状态总还是有指向的 。

人们从事某种活动 、追求实现某种状态 ,视之为有价值的功能 ,其根本

指向还是快乐 、幸福 。另外 ,阿马蒂亚·森在反驳科亨对他的关于能力

的论著的批评性评估时 ,主要对科亨对其能力含义的误解进行了反驳 ,

同时承认了科亨将功能称为“中间福利”的说法 , “科亨的中间福利与我

所谓人的功能 ,而不是与能力相对应”(阿马蒂亚·森 , 2006b:241)。既

然功能是“中间福利” ,所以快乐才是福利的本质。

因此 ,我们可以将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的福利定义加以综合 ,将福

利定义为个人因有真实机会实现自己的有价值的功能而导致的快乐。

(三)阿马蒂亚·森关于“能力”概念的问题

阿马蒂亚·森使用的概念:能力 ,并没有很清楚地表达出他希望表

达的意思 。他的福利概念是 , “福利的根本特征是获得有价值的功能的

能力” ,而福利的实现 ,需要某些可以视为“有用的通用资源”的“基本

善”和不能无视的“重要的个人参数” 。

人们通常所说的能力一般是指个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 、内在于主

体的生理机能 ,即“会造成相关的客观差异 、也能够被作为参数而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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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函数中的个人特征”和与先天的生理机能有关也与后天获得的因

素有关的由体力 、智力 、知识 、技术等构成的能力。后一类能力 ,从不同

的角度考虑 ,有时会被称为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指一个人

在就业领域的能力;“`人力资源' 概念是对`人力资本' 概念的扩展 ,指

的是也包括就业领域之外的人的能力对社会的有用性”(考夫曼 ,2004:

34 ,注3)。而一个人所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在活动和特征方面

取得了怎样的成功? 这种内在于个人的东西 ,是内在于主体的能力加

上必要的外在资源或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有某种能力 ,同时又具有

某种客观条件 ,个人才能实现某种功能。例如 ,一个人有吃饭 、消化吸

收的能力 ,同时有食物 ,才能使自己得到良好的营养 。阿马蒂亚·森用

“能力”这个概念来涵括由内在于主体的能力与必要的外在的资源或条

件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是欠妥当的 。

而且阿马蒂亚·森自己在一些地方所说的能力 ,实际上也是人们通

常所说的能力的含义 ,即内在于主体之中的东西。例如 ,在讨论平等问

题时 ,他说:“由于将所拥有的基本善与资源转化为选择一种特殊生活

并实现这种生活的能力对不同的个人而言各不相同 ,不同的个人在拥

有基本善与资源上的平等可以与他们在实际上享有的选择不同生活的

自由上的不平等共存”(阿马蒂亚·森 ,2006b:216)。既然拥有的基本善

与资源平等 ,实际上享有的自由不平等是由于转化的“能力对不同的个

人而言各不相同” ,这里的能力只能是不能无视的“重要的个人参数” ,

即内在于主体之中的东西 。

阿马蒂亚·森也提及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他认为经济增长研究中

的“人力资本”取向与他对人类能力的关注 ,其共同点是“都把人的因素

置于注意力的中心”(阿马蒂亚·森 ,2002:292)。但是 ,二者也有区别 ,

人力资本“依照惯例”指的是“可以在生产中作为`资本' 来运用的人类

素质”(阿马蒂亚·森 , 2002:292)。“使用`人力资本' 的概念只集中注意

到了整个画面的一个部分” 。“在承认`人力资本' 的重要性和有效范围

之后 ,我们必须超越`人力资本' 的概念 。这里需要的是拓宽 ,是添加

性 、包容性的 ,而不是任何意义上去取代`人力资本' 的视角”(阿马蒂

亚·森 ,2002:294)。然而 ,对这种可以在生产中运用的“人类素质”是拥

有者自己来运用(尽管很可能遵照物质资本的所有者的要求),一个人

在某种生产活动中运用自己的素质 ,也就是具有从事这种生产活动的

能力 。对超越于人力资本的人的其他素质在其他社会活动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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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运用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和生活能力。所有这

些能力当然也可以称为人的综合素质。但是 ,将能力称为一个人拥有

的获得有价值的功能的选择自由总是有欠妥当。

尤其是联系到阿马蒂亚·森对间接自由的肯定 , “间接自由在许多

社会中十分重要 。警察在街道上预防犯罪的行动也许能够很好地实现

我的自由———因为我并不希望被人抢劫或殴打 ,但此处的控制权并不

在我而在于警察(它还很好地促进了我的福利这一事实当然也是一种

重要的考虑)”(阿马蒂亚·森 , 2006a:369)。这样的间接自由更明显地

属于外在条件而不属于个人能力。

总之 ,如果不将福利界定为内在于主体的能力加上必要的外在资

源或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的快乐 、幸福),而仅只界定为“福利的

根本特征是获得有价值的功能的能力” ,就可能导致关注个人的福利就

只是关注人的素质(通常人们所说的能力),而忽视必要的外在资源和

条件 。实际上 ,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的界定 ,从福利成就方面看 ,就是得

到实现的功能 ,再加上福利自由的考虑 ,就是有真实机会实现的功能 。

这样 ,所谓的能力方法也就是将有真实机会实现的功能作为评价空间

的方法。

为了缓解阿马蒂亚·森使用“能力”概念造成的问题 ,为了与内在于

主体的能力相区别 , 《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中文译者将“ capability”

一词译为“可行能力” 。“一个人的`可行能力' 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

的 、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 ,是实现各

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阿马蒂亚·森 ,2002:62)。“`可

行能力方法' 的评价性焦点可以是实现了的功能性活动 ,或者此人所拥

有的由可选组合构成的可行能力集(即一个人的真实机会)。这二者提

供不同的信息———前者关于一个人实际做到的事 ,后者关于一个人有

实质自由去做的事”(阿马蒂亚·森 ,2002:63)。

很显然 ,即使在中文里用“可行能力”也还是不如用 “有真实机会”

实现的功能来表达福利的本质含义更清楚 、准确。阿马蒂亚·森的所谓

能力 ,指的仍然是功能 ,只不过与前边作为原初概念的“功能”相比 ,是

一个更大的集合 ,实际实现的功能是其中的一个子集 。就像上面的例

子中进行斋戒的人 ,他虽然没有吃饱饭 ,但是他是处于有真实机会吃饱

饭的状态 ,他在吃饭与斋戒这个集合中选择了斋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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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在福利定义上分歧的原因

　　阿马蒂亚·森之所以反对将福利定义为快乐 、幸福以及欲望实现 ,

主要是因为在人际比较的问题上 ,他虽然与黄有光一样也认为“人际比

较是任何社会评价的关键”(阿马蒂亚·森 ,2006a:65),但是 ,他还认为

快乐 、幸福是无法进行人际比较的 。阿马蒂亚·森在很多地方都指出了

一些处于不幸之中的人可能会由于各种原因也会使自己形成快乐 、幸

福的感觉 。可是 ,无论如何 ,我们却不可能认为这样的人是处于良好的

状态 。“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的绝望的穷人 、劳作于剥削经济制度之中

的被践踏的工人 、屈服于社会中深刻的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妇女 ,被粗暴

的权威主义政府所压制的公民 ,这些都可视为剥夺。他多少可以从一

些小小的成功中获取一些快乐 ,他也可以考虑到可行性并调整他的欲

望(从而有助于他调整过后的欲望实现)。但即使调整成功也并不能掩

盖他被剥夺这一事实 。快乐或欲望的测度在反映这些个人的实质性剥

夺的范围时有时特别不合适”(阿马蒂亚·森 ,2006a:70)。“惟一地集中

注意心理特征(诸如快乐 、幸福或愿望),在进行福利或剥夺的人际比较

时 ,有时会具有特别大的局限性。我们的愿望和享受快乐的能力随具

体环境而调整 ,特别是在逆境中我们会调整自己以使生活变得易于忍

受一些”(阿马蒂亚·森 ,2002:53)。总之 ,在阿马蒂亚·森看来 ,当一个

人自己感觉满足 、满意时 ,用某些客观指标衡量 ,这个人不一定处于福

利状态。

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阿马蒂亚·森过于夸大了在感知快乐 、幸福

上的人际差异。他的有价值的见解之一是个人之间“将物品`转化' 为

功能时的人际差异是极其常见的” ,因此 ,只考察一个人拥有的“基本

善”不能完全确定其福利状态 。但是 ,在同时考察一个人拥有的外在资

源和条件 ,以及因个人特征导致的“转化”能力的前提下 ,个人的主观感

觉 、心理状态作为衡量个人福利实现状况的指标还是有意义的。我们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思考其意义 。

首先 ,如果我们以阿马蒂亚·森对理性的解释来分析他认为幸福 、

快乐 、满意等主观感觉或心理状态不能代表个人福利的看法 , “生活在

极端贫困之中的绝望的穷人 、劳作于剥削经济制度之中的被践踏的工

人 、屈服于社会中深刻的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妇女 ,被粗暴的权威主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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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压制的公民”等 ,如果把自己的处境“置于合理审查之下” ,同其他

人的处境加以比较 ,很可能不会得出自己处于良好状态的判断 ,并因而

产生快乐 、幸福的心理状态。因此 ,在个人具有并运用理性自我的前提

下 ,我们可以用快乐 、幸福等主观感觉或心理状态衡量一个人的福利水

平或状态 。

第二 ,对于具有自我省察能力的理性的个人而言 ,有价值的功能性

活动的实现必然导致幸福 、快乐 、满足的主观感觉 。所以 ,我们没有必

要否认福利与主观感觉 、心理状态的关系。处于相同环境中的人 ,在两

个人都实现了某些功能性活动的前提下 ,如果还有一项都视为有价值

的功能性活动 ,其中一个人具有实现那种功能性活动的真实机会 ,另一

个人则由于不具备相关的个人能力或必要的外在资源条件 ,因而不能

实现该项功能性活动 。二人比较 ,从满意与否的心理状态来看 ,一般来

说 ,前者对自己状态的满意度会高于后者。由此可见以快乐来测度个

人福利还是有道理的 。

第三 ,在个人的主体特征和拥有的客观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即

使经过理性评价 、反思 ,个人的主观感觉 、心理状态也还可能会有很大

的不同。但是 ,将人们之间的这种主观感觉与客观条件的差别进行对

比 ,对于调整个人“对事实的主观判断”也是有意义的 。很少有人对自

己的状况十分满意 ,但是 ,如果看到比自己的个人特征和客观状况都差

的人能够快乐地生活 ,前者就可能调整自己的“对事实的主观判断” 。

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人们在拥有一定的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的真实机会

时 ,对自己的福利状态的主观感觉 、满意程度 ,对通过讨论在社会选择

中达成共识是有必要的。

所以 ,本文认为可以把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的福利定义加以综

合 ,将福利定义为个人因有真实机会实现自己的有价值的功能导致的

快乐 。

六 、将阿马蒂亚·森和黄有光对福利的解释相结合的意义

(一)阿马蒂亚·森的福利概念对在操作层次进行人际比较有重要意义

尽管在个人具有并运用理性自我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用快乐 、幸福

等主观感觉或心理状态界定个人福利 ,但是 ,要对一个人的福利状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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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际测量需要将有关的综合性概念予以操作化 。如前所述 ,黄有光

虽然肯定原则上对快乐 、幸福可以进行测量 ,同时也承认实际上测量是

困难的。而阿马蒂亚·森通过一个人拥有的行使有价值的功能的空间

来把握福利 ,一方面有些功能本身就可以相对准确地进行测量 ,如个人

的营养状况 、识字能力等 ,因为“不同于效用(或幸福 、或快乐和愿望)的

比较 ,对各种单个的功能性活动的比较 ,可以更容易地在人际之间进

行”(阿马蒂亚·森 ,2002:64);另一方面与福利相关因素的两类客观条

件———非个人性的客观条件与个人特征 ,其中的很多内容也可以相对

准确地进行测量 ,因此我们可以参照有关的客观条件间接测量人的福

利水平。

从阿马蒂亚·森提出或介绍的操作化测量方法(阿马蒂亚·森 ,

2002:60-70)可以看出 ,对一个人的福利实现状况的具体测量 ,并不必

局限于功能本身 ,更主要的是通过实现手段进行考察 。而且他对收入

指标给予了很高的重视。认为以收入衡量人的状况不是一个愚蠢的观

点 , “因为收入———在恰当的定义之下———对于什么是我们能做的事有

极其重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 , 2002:60)。不过 ,他认为收入只是必

要的信息的起点 ,测量人的福利水平不能仅仅对收入做分析并以此为

终点 。“罗尔斯关于`基本物品' 的经典分析对于人们所需要的资源 ,不

管其各自的目标是什么 ,提供了一幅更完整的画面”(阿马蒂亚·森 ,

2002:60)。此外 ,“这一程序还可以继续做出改进。我们不但可以考虑

个人对基本善和资源的所有权 ,同时还可将个人在把它们转化为生活

能力上的差异考虑进来”(阿马蒂亚·森 ,2006a:70)。即考虑有关个人

特征的一些参数 ,例如身体是否残疾。

可见 ,把阿马蒂亚·森与黄有光的福利定义加以综合 ,极大地有助

于在实际层面对福利进行人际比较 。

(二)阿马蒂亚·森对福利的解释可以用于界定与福利概念有关的快乐

黄有光将快乐 、幸福作为人的终极价值是有道理的 ,人们追求或认

为有价值的其他东西都只是能够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手段 ,所以 ,将

福利界定为快乐即是将福利的本质与人的终极价值相联系 。但是:

第一 ,从理论上说 ,人对自己所追求的快乐和利用的手段都应该置

于合理审查之下 ,即追求的应该是理性的快乐 。然而由于对一个人是

否对自己的追求进行了合理审查“缺乏必真无疑的检验 。在判定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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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理性的问题上 ,必然存在着相当大的余地” 。所以 ,不必将福利

界定为理性的快乐或“知情偏好” ,而是可以界定为因有真实机会实现

自己认为的有价值的功能导致的快乐。因为确定自己从事的某种活动

或追求的某种状态是否是实现有价值的功能 ,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进

行合理审查的过程。关于这个过程 ,对任何个人“只要求反思 ,而无须

任何人际之间的意见一致(或共识)”(阿马蒂亚·森 ,2002:65)。

第二 ,将快乐 、幸福作为人的终极价值并不等于说每个人只关心自

己的快乐 ,即一定接受经济理性人的假设。但是 ,在评价个人福利时如

何处理自我福利与他人福利的关系 ,同样可以用个人有真实机会实现

自己的有价值的功能来界定快乐。

黄有光在分析哈森伊提出的知情偏好时提出了“关情”效应和“关

怀”效应两个概念。关情效应指的是“情感性的利他心”(黄有光 ,2005:

23),即由于他人快乐(福利)水平的增减而导致的自我快乐(福利)的增

减 ,所以 ,应该视为自我福利的组成部分 。如果根据黄有光对关怀效应

的解释和社会实际情况 ,可以说也有与情感性的利他心相反的关情效

应 ,即嫉妒心 ,因他人的快乐(福利)水平的增减导致的自我快乐(福利)

反向变化 。

关怀效应表现为“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他人的福利水平在 x 方案下

高于在 y 方案下而偏好 x甚于 y ,即使他(她)本人的福利在 x 方案下较

低 ,这是一种`关怀' 效应或者说非情感性利他主义”(黄有光 , 2005:

25-26)。因为是非情感性的 ,所以不应该视为自我福利的组成部分 。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所谓“本人的福利在 x 方案下较低” ,实际上就

是指为了他人的福利某种程度上牺牲自己的福利(包括主动给予和被

动损失),正是这种牺牲才使社会状态从 x 变到 y 。而所谓个人福利的

牺牲也就是与个人福利有关的两类客观条件 ———自己拥有的基本善和

个人参数发生了变化(如 ,捐款 、因帮助他人自己受伤等),从而使自己

实现有价值的功能的真实机会减少了。不过 ,黄有光的关怀效应包括

“非情感性的利他心或恶意”(黄有光 ,2005:22),后者应该是指通过损

害他人的福利增加自己的福利 。但是 ,无论哪种情况的个人福利的增

减 ,都只涉及自己拥有的基本善和个人参数的变化 ,并不涉及个人的心

理状态的额外变化 ,即不会因他人福利水平的增减而影响自我快乐的

增减 。

黄有光的上述看法即是说 ,关情效应指的是自我福利(快乐)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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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不涉及自我拥有的基本善和客观性的个人参数变化的情形;关怀效

应则仅仅与自我拥有的基本善和客观性的个人参数的变化有关 ,个人

的福利(快乐)也仅与这些变化有关 。

但是 ,就关情效应而言 ,一方面 ,如前所述 ,如果不联系与个人的功

能实现以及与实现机会有关的两类客观因素 ,单纯考察个人的心理状

态 ,必将面对难以实际测量的困难 。另一方面 ,关情效应并不涉及自我

拥有的基本善和客观性的个人参数的变化 ,即不会增减个人实现有价

值功能的真实机会 ,因此 ,不需要将关情效应作为个人福利的组成部

分 ,它仅仅是他人的福利状况 。这与是否关心他人的福利 、快乐不是同

一问题。前者的评价对象是个人 ,后者的评价对象是个人之间的关系 。

就关怀效应而言 ,既然个人可以为了他人的福利牺牲自己的福利 ,

一般来说不可能在自己的情感世界对他人福利的增减无动于衷 。黄有

光也承认“上述两种效应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黄有光 , 2005:26)。另

外 ,牺牲自己的福利总是要从事某种活动的(物质上的给予以及个人体

力上 、情感上的付出),有真实机会从事这种助人的活动一方面会带来

一定程度的快乐 ,另一方面减少了从事其他活动(实现其他有价值的功

能)的真实机会 ,所以 ,关怀效应中必定包含关情效应。一个人一定时

段的福利就是所有这些有真实机会实现的有价值的功能增减的总和导

致的快乐 。可以说关怀效应中必然包含关情效应 ,这种效应既导致了

与功能有关的真实机会的变化 ,也导致了主观效用(快乐)的变化 ,所以

关怀效应的结果之和应该属于个人福利的组成部分。关怀效应也涉及

个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 ,我们在此关注的仍然是个人 ,是个人拥有的可

选择的状态和活动空间导致的个人的福利(快乐)水平 。

除了对他人“关情” 、对他人“关怀”的人 ,黄有光提到的另一类人是

只对自己关情的人 ,即“自我中心主义者”(黄有光 ,2005:26)。这三种

类型的人与阿马蒂亚·森对私人性的三种类型的划分基本相同。

阿马蒂亚·森将人性分为“私人性”和“非私人性” 。将人的私人性

又分成三种类型:自我中心福利 ,即自己的福利只取决于自己的消费 ,

不涉及对他人的任何同情或憎恶;自我福利目标 ,即虽然惟一关注的是

自己的福利 ,但不排除其福利受到他人处境的影响;自我目标选择 ,即

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只受自己目标的指导 ,不受制于他人 ,但在其个人

的目标中可能包括了个人用行动来消除他自己并未遭受的别人的悲苦

(阿马蒂亚·森 , 2006b: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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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种类型与黄有光的分类基本相同 ,但是 ,在其他地方阿马蒂

亚·森又用了“同情”和“涉他性”福利等概念说明自我福利与他人福利

的关系 ,不过对于在这种关系中是仅涉及情感变化还是既涉及情感也

涉及行动 ,阿马蒂亚·森的解释不是很明确。例如 ,对于“同情” ,阿马蒂

亚·森的说法是“同情———包括憎恶 ,当它是否定性的时候 ———指一个

人的福利受到他人处境的影响(如 ,看到他人的悲苦而感到沮丧)”(阿

马蒂亚·森 ,2006b:195),这显然只涉及感情的变化 ,即黄有光的“关情”

效应。对于“涉他性”的福利 ,阿马蒂亚·森说:“`涉他性' 关注的是 ,一

个人的福利必定是通过个人自己的存在状态的某些特征而起作用的 。

行善能够让一个人满足 ,这也是重要的功能成就。在这种方法中 ,功能

被视为福利性质的核心 ,即使福利的源泉很可能在个人之外”(阿马蒂

亚·森 ,2006b:234)。

仔细分析阿马蒂亚·森对“同情”的解释 ,一个人因对他人的“同情”

导致的自我福利的增减 ,显然指的是快乐的增减 ,由此证明阿马蒂亚·

森的福利概念的最终指向也是快乐 。而阿马蒂亚·森的“涉他性”福利 ,

从“行善”必定是一种行为的角度看 ,是个人的功能的变化导致个人福

利的变化 ,可以视为包含着关情效应的关怀效应。但是从“福利的源泉

很可能在个人之外”的角度看 ,似乎又仅仅是关情效应 。既然阿马蒂

亚·森提到了行善 ,在此我们将把“涉他性”福利定义为既涉及情感也涉

及行动(行善)的“关怀”效应。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说 ,在自我福利与他人福利的关系上 ,与

关情效应有关的快乐不是个人福利的构成部分 ,因关怀效应导致的个

人快乐的增减是个人福利的构成部分。

七 、个人福利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

(一)社会福利的自变量

对此 ,我们首先仍然以黄有光提出的关情效应和关怀效应两个概

念作为分析的基础。黄有光提出这两个概念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界定

个人福利 ,而是为了讨论社会选择问题。哈森伊提出知情偏好的概念

也是为了指出“福利经济学和伦理性公共政策应当关注的是人们的知

情偏好 ,而既不是实际偏好(这是当代经济学家所普遍强调的),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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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这是早期的效用主义者所强调的)”(黄有光 ,2005:22)。黄有光

认为哈森伊的知情偏好概念虽然排除了他指出的“个体偏好与其福利

发生分歧”的三种情形中的两种情形 ,但是没有排除对他人的关怀效

应。他认为 , “在进行社会评价时对这种关怀应该忽略不计 ,换言之 ,社

会评价应该基于快乐或者说个体福利而不是(实际或知情)偏好来进

行。这是因为 ,如果不这么做 ,就会导致双重或多重计算的问题” 。这

里“涉及个体福利和效用哪个更适合作为社会福利函数的自变量的问

题”(黄有光 ,2005:23)。

黄有光通过举例说明这个问题 。他的例子的大意是 ,甲是一个只

关心自身福利的人 ,乙却相当关怀甲的福利。那么 ,分别以w
1
和 w

2
表

示甲和乙的福利 ,以 u
1
和 u

2
分别表示他们的(偏好 、选择意义上的)效

用 ,那么有 u
1
=w

1
,u

2
=w

2
+0.5w

1
。在如下表所示的情况下 ,依据福利

与依据效用会有不同的社会选择。

社会状态 w1 w2 u1 u2 ∑ wi ∑ui

x 2 7 2 8 9 10

y 6 2 6 5 8 11

z 8 5 8 9 13 17

　　在 x 与 y 两种社会状态中 , “社会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 如果用

∑w
i
来衡量 ,则 x优于 y;如果用 ∑ u

i
来衡量 ,则 y 优于 x”(黄有光 ,

2005:24)。黄有光认为应该根据福利总和来衡量。因为在效用总和中

不仅包含了甲和乙的福利 ,还包含了乙对甲福利的关怀 ,导致了对甲的

福利的重复计算 。同时 ,黄有光还认为 ,如果 z也可以作为选择对象 ,

乙会认为 z优于 x ,因为虽然在 z中乙的个人福利低于 x ,但甲的福利明

显高于在 x中的情形 ,同时乙自身的福利又明显高于在 y中的情形(黄

有光 ,2005:24-26)。

其实 ,很明显的是在上述三种社会状态中 ,甲也必定选择 z。关键

是这里并不“涉及个体福利和效用哪个更适合作为社会福利函数的自

变量的问题” 。社会福利函数的自变量只能是个人的选择 。因为实际

上并不存在一个超越于个人的能够进行判断和选择的所谓“社会” ,能

够进行选择的只有个人。有的人可能依据个人的福利进行选择;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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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能同时兼顾个人的福利和他人的福利;有的人可能更看重他人福

利 ,宁肯牺牲一些个人的福利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所谓社会福利就

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自己选择结果的总和 。进行选择的个人可能是只对

自己关情的人 ,也可能是同时对他人“关情”或对他人“关怀”的人 。第

一种人的选择只意图增进自己的快乐 ,第二种人的选择也是努力增进

自己的快乐 ,同时又会因别人的处境增减自己的快乐 ,第三种人的选择

基本是兼顾自我与他人的快乐 。总之 ,各种选择都没有违背以快乐为

终极价值 ,只是其中有些人并不完全以自己的快乐为目标 ,而是以他人

的快乐为目标。对于有些人来说 ,只要是出于自己的自愿选择 ,再多的

牺牲中也包含有一定的快乐。

(二)国家的首要职责

由于关怀效应包括“非情感性的利他心或恶意” ,对于后者 ,即通过

损害他人的福利增加自己的快乐的选择 ,必须予以禁止 ,这是国家的首

要职责。所谓损害他人的福利 ,即通过损害别人实现自己的有价值的

功能 。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依据法律保护个人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即

保护个人的生命 、财产 、尊严和包括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不受伤害;制

止损害他人福利的行为 、惩处损害他人福利的行为人。从原则上说 ,对

于一个社会而言 ,社会福利的增进 ,首先是保证个人选择的最大自由 ,

使每个有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都能够根据自己的选择最大限度地增进

自己的快乐。但绝对必要的前提是 ,谁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福利的方式

增加自己的快乐 。这也是每个人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 ,为了守住这一

底线 ,国家必须承担起必要的职责 。

由于现代社会与亚当·斯密时代相比要复杂得多 ,在确定个人应该

受保护的领域和哪些行为侵害了他人的福利方面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

这是 20世纪以来国家职能迅速扩张的根本原因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

经过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 ,在确定个人应该受保护的领域方面

存在着更大的困难。仅就个人的财产权利而言 ,从我国围绕着《物权

法》的种种争论就可略见一斑 。在确定何谓损害他人福利的行为方面 ,

问题就更复杂了:从简单的人际矛盾到各种形式的人身伤害 ,从小商贩

的缺斤短两到各种假冒伪劣产品 ,从一般的不守信用到各种手段的诈

骗 ,从邻居的“夜半歌声”到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各种形式的有害的外部

效应 ,等等 。然而 ,复杂尽管复杂 ,从国家与个人福利的关系方面说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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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则就是在尽可能使每个人都不损害他人福利的前提下给个人增进

自己快乐以最大的选择空间。个人受保护领域和必须惩处的损害他人

福利的行为的界限和法律依据也应该是社会成员共同选择的结果。所

有这些都不是以国家为目标 ,而是要以个人的快乐 、幸福为根本目的 。

即使国家的对外职能 ,从根本上说 ,也同样是保护个人的福利不受

他人的损害。而国家官员以权谋私 、贪污腐化则毫无疑问地是对他人

福利的侵害。

(三)国家和社会有必要倡导对他人的关情 、关怀和承诺

社会作为个人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体系 ,在持续的相互交往中 ,人

们自然会形成各种习俗 、惯例 、道德规则 ,其中既有防止损害他人福利

的各种规则 ,也有鼓励关心 、关怀他人福利的各种规则 。可以说情感性

的利他心是一个社会人自然能够形成的道德素养 。尤其是对自己的家

人和其他有相对密切关系的人的关情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会形成

的。虽然嫉妒心也可以说是社会人自然形成的心理状态 ,但是从社会

共同接受的价值观来说 ,不会对其给予正面肯定。对他人的关怀 ,即通

过减少自己拥有某些东西而增进他人的福利 ,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

程中已经形成的更高的道德标准。

按照阿马蒂亚·森的看法 ,对他人的关情 ,即他所说的“同情” ,“实

际上可以涉及与他们的认同”(阿马蒂亚·森 ,2006b:196)。有认同感才

会有关情 。而对于自己所属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的认同不仅可能发展

成为对他人福利的同情 、关怀 ,而且还可能发展到“部分地割断个体行

为选择与自我目标追求之间的联系的方式”(阿马蒂亚·森 , 2006b:

197),即超越“私人性”的范围。个人所属的共同体有不同的类型和范

围 ,从家庭 、家族 、居住的社区 、工作单位到阶级 、种族 、国家以致整个人

类社会。因认同发展起来的对自我福利目标和个人的自我目标选择的

一定程度的偏离 ,阿马蒂亚·森称之为“承诺” 。所有这些对他人的同

情 、关怀 、承诺 ,都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出来的超出道德底线的更高层次

的道德规范。

至于具体的个人在道德上达到什么水平 ,既取决于社会环境 ,也取

决于个人选择。国家 、社会应该通过各种途径 ———教育 、大众传媒 、文

学作品等引导个人提高道德水平。但是 ,国家 、社会和个人首先必须坚

守的是不能以损害他人福利的方式增加自己的快乐的道德底线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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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将坚守道德底线放在首位 ,在道德底线不能坚守的情况下 ,大肆倡导

更高的道德要求 ,这只能形成对更高的道德规范的嘲讽 、亵渎。中国传

统文化存在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对道德底线缺乏坚守的措施和信念 ,

随时可以变通;同时对更高层次的道德规范的高调倡导 。恐怕只有坚

守了前者 ,高尚道德才会实际得到尊重和弘扬 。

(四)国家和社会在直接增进个人福利方面的具体职责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制度下 ,完全靠个人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共享

并不能保证个人拥有实现以社会人的基本生存为标准的有价值的功能

所必须的资源和条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对他人的同

情 、关怀 、承诺有关的道德规范推动了现代社会的慈善救助活动的广泛

开展 。各种各样非正式的社会互助网络 、各种各样以增进某些困难个

人和家庭福利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 ,构成了推进社会福利的巨大力量 。

根据国际社会的共识和经验 ,国家对这样的社会福利活动和组织的职

责是鼓励 、支持和规范。

但是 ,由于参与上述社会福利活动的个人遵守的是更高层次的道

德规范 ,不是每个人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 ,所以并不能保证生存需要不

能得到满足的人都能得到帮助 。因此 ,国家还需要承担必要的直接增

进个人福利的职责:保证其公民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 。根据一个国家

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 ,确定满足基本生存

需要的标准 ,由国家承担满足这样的基本生存需要的职能 ,对此我们可

以称为国家福利 。在现代社会 ,国家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的能

力或素质通常也被作为国家福利的必要构成部分 。对国家的这些直接

福利职责基本上已经形成相当广泛的共识。

在我国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个人和一些非政府

组织在福利领域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但是 ,就目前的状况而言 ,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国家福利与社会福利的区分都还没有受到应有

的重视。一方面 ,所有的社会成员或某一类公民在某个特定阶段具有

共性的 、得到普遍承认的一些难以通过市场来满足的 、有重要价值的功

能需要国家确定政策将其作为国家福利来对待;另一方面 ,对社会福利

而言 ,国家在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缺乏必要支持的同时 ,还通过地方官

员直接介入慈善团体的管理 ,干扰了社会在福利领域中的作用。这种

将社会福利当作国家福利来管理 ,以社会福利替代国家福利的局面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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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碍了对国家福利的探索 ,又压制和破坏了社会福利的发展 。

简言之 ,国家福利的作用空间是市场不能满足的 ,具有一般性的需

要;社会福利的作用空间是纷繁多样的 、突然的 、特殊的困难状况 。当

然 ,在概念上做出这样的区分并不等于国家与社会无关 ,国家作为整个

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系统 ,自然对社会和私人领域的活动依法进行治

理 ,对社会福利同样有责任予以规范 ,但绝不是直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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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 and became significant academic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special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The sociality of “ suffering” established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rdinary life of common people and the macro social history , and showed the
need of revealing the roots of “ suff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ower

relationship.When we consider civilization as everyday-life practice of common people ,
the life history of peasants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process of the macro social history ,
and their trivial stories , as organic parts of grand narrative , can be provided with

extraordinary meanings.That is the process of making history from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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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late Qing dynasty , the movement of “ establishing schools with temples'
assets” led by the government was widely accepted and practiced in rural society.Its
biggest influence on the rural power structure is the appearance of Xuedong , a post

empowe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aused constant lawsuits in local society.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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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is a very important concept in social theories.However ,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essence of welfare.On the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 welfare and the state and society ,
we advocated the superiority of state interest and collectivity interest in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 we gradually acknowledged that
human is the basic aim and that we should be “ people-oriented” .However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 welfare and others' welfare , individual welfare and state
and society should be further clarified in the theory.Based on Huang Youguang' s and
Amartya Sen' s comprehensions of welfare concept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welfare is happiness and eudemonia which is a result of individual' s real opportunity to
realize personal valuable functions.The aim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enhance social

members' welfare , but it doesn' t mean that all the social members only take care of their
own welfares.Individuals should take responsibilities to others' welfare , as well as state
and society take responsibilities to individual welf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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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water system in Nanj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close analysis of these last two renovations , trying to indicate how the control of the

Qinhuai River pollution is achieved under the dual impetus of enhancing or improving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city or the government , and seeking the marketing economic benefit.
Compared with the first three renovations , the government secures its potential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hrough an increase in its economic mobilization capacity;at the same time ,
the market , being motivated by the economic benefit in sight , has also exhibited its force
in the pollution controlling project.Although the community or the society have revealed
their power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they can have any real influence ove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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